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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共生的都市

Towards a City of Coexistence

呂欣怡*
Hsin-Yi LU

王志弘此篇論文綜合評述了臺灣學界針對都市與區域文化發展策略的

批判研究，並自數量龐大的論文梳理出其中的主導概念與三個各司所長的

研究社群，文獻回顧的功夫令人佩服。對人類學者而言，王文最富趣味之

處在於結論：他首先尖銳指出其所回顧的「知識計畫」大多未能充分銜接

具體的實踐與政策，接著主張學者應先「細緻地掌握地方文化生活之支持

性網絡樣態，才好更謹慎地思考都市與區域是否需要提出發展導向的文化

策略、需要哪些策略，以及影響為何等規劃和政策性思考」（本刊頁41-

4 2）。雖然目前許多與文化發展相關的規劃報告都會事先調查地方文史

「資源」，但王文認為「人類學民族誌」式的研究方法才有足夠的深度與

廣度，去達到他理想中的「細緻探查」(i b i d.)。也就是調查那些「看似理

所當然、宛如背景，但實際上支撐、串接、構築起吾人生活紋理、軌跡和

節奏的那些物質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

體」。這樣的調查工作一方面釐清支持特定生活方式的條件與網絡，另方

面則有助於「文化及社會基礎設施的重建」(ibid.)。王文的提案，其實就是

在呼籲研究者進行「基礎設施」的民族誌考察，但或許囿於篇幅，並未更

深入闡述基礎設施的多重意涵與其蘊藏的分析效力。筆者的回應將從王文

的結論出發，以自己較熟悉的都市民族誌為例，說明晚近人文社會學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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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轉向」(Harvey et al. 2016: 3）如何在知識層次上拓展了民族誌的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又如何在實踐層次上開啟了「新的責任場域」(n e w 

sites of responsibility, Rodgers and O’Neill 2012: 401），期能對王文討論都市

發展策略、規劃、與治理的部分提出一些補充。

「地方文化生活」一直都是人類學民族誌的核心關懷，所以王文在方

法論上賦予民族誌調查的重要性並無疑義。但當代人類學經過1980年代的

反思轉向(Clifford & Marcus 1986)與1990年代的全球化衝擊之後(Appadurai 

2 0 0 9），對於「地方」與「文化」的內涵都有了更為複雜的思考，逐漸

將它們視為需要被問題化的知識概念而非先定(p r e-g i v e n)的本體範疇。阿

帕度萊(i b i d.:  255)首先解構了民族誌研究所立基的地方性(l o c a l i t y)，指出

地方性從來就不是一種無庸置疑的存在狀態，而必須藉由日常實作來生產

與維持，因而建議民族誌學者將書寫對象由地方性轉移至「生產地方性」

的技術；人類學界針對「文化」概念的解構與批判，更是不勝枚舉。 1晚

近的「基礎設施轉向」亦可放在類似的思考脈絡中來理解：基礎設施提供

了很有用的研究透鏡，讓人類學者可以運用擅長的經驗考察方式，解析民

族誌立基的本體—「地方性」與「文化生活」—的生產過程與組構條

件，讓過往隱而不現的、人類之外的背景在這個解析過程中變得明顯，成

為我們重新理解地方與文化的內涵時，不可或缺的組成因素。放在都市脈

絡中，這項拆解－重組的思考過程，即是對「都市是什麼」的本體論層次

的探問。而在重新界定「都市」的內涵與組構之後，對於王文的關注起

點—都市發展的文化策略、都市規劃與政策治理的目標等等—也或許

可在認識層次上有更為完整之理解，在實踐層次上有更為深刻之提案。

都市民族誌是透過對都市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觀察與記錄而寫成的作

品，它讓「邊緣化的區域在其他地方永遠無法表述的批評和抵抗得以表

1 1 9 8 0年代之後，人類學界針對博厄斯 ( Fr a n z  B o a s ,  1 8 5 8 - 1 9 4 2 )創建的北美文
化人類學之「文化」概念的批判，最具代表性之作品包括Wo l f ( 1 9 8 2 )、A b u-
Lughod(1991)、Trouillot (2003)等。

邁向共生的都市



94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述」(Gupta and Ferguson 1997: 1)，提供規範化的社會科學理論難以涵括的

資料與見解。美國學界的都市民族誌範型源起於1920至1930年代的「芝加

哥學派」，這群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者以「生態區」的概念來理解都市中

的鄰里—尤其是少數族裔社區，並運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藉由長期且

親密的觀察互動來收集第一手資料，詳實記錄支持人群生活方式的社會道

德秩序與人際網絡。2芝加哥學派從一開始就帶有實踐理念，他們進行長期

深入的社區調查，是為了提出貼近都市弱勢社群之生活現況與需求的社會

政策，而他們的研究也的確釐清了許多都市貧窮社區，尤其是內城黑人與

拉美、南歐移民社區的真實困境與韌性。但芝加哥學派也因過度聚焦於微

觀層面的人際互動，而受到1980年代興起的政治經濟學派之挑戰。3瑟莎·

勞(Setha Low 1996)針對這段都市人類學的政治經濟轉向做了清楚的回顧，

並且主張，民族誌方法對於都市研究的貢獻，在於說明工業資本主義與國

家權力等結構因素如何形塑都市經驗，以及都市居民如何在鉅觀的政治經

濟變化中，創造具有個人意義的日常現實，以建立他們對地方的主導權。

從都市本體論的視角來看，芝加哥學派與政治經濟學派這兩個看似

分屬微觀與鉅觀兩端的取究取向，其實都沒有把「都市」本身視為主要的

研究範疇。芝加哥學派是以「都市中的部落」來界定自己的都市田野，是

「在都市中做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in the c ity)而非「針對都市的人

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the city, Fox 1977)；而政治經濟學派則把都市

視為觀察鉅觀過程的策略場域，研究都市，就是研究後工業、先進資本主

2 芝加哥學派主要影響的是美國都市人類學的傳統，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曼徹
斯特學派創始人格拉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則從他在非洲尚比亞銅礦帶
的田野觀察到部落移民進入都市生活之後，發展出有別於部落生活的一套專屬
於「都市的」社會網絡與人際連結邏輯，進而提出延展個案研究(extende d ca se 
study method)與網絡分析，建立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界的都市民族誌方法論。代表
作品：Gluckman(1961)。

3 這裡的「政治經濟學派」專指以沃爾夫(E r i c  W o l f[1923-1999] 1982)與文思理
(Sidney Mintz[1922-2015] 1986)為代表的政治經濟人類學者對都市民族誌的影
響，而無法討論聲名更為卓著的政治經濟學者如哈維(D a v i d H a r v e y)、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等人建立的都市研究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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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及後現代的時代氛圍如何與在地生活經驗連結(Low 1996: 384)。至

於「什麼是都市？」這個基本問題，並不在這兩個學派的研究旨趣中。4 

從19世紀開始，古典社會理論家就嘗試界定「都市」的本質。知名者

如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定義都市為具有「相對自主的政治地位」的

「商業、貿易中心」(Parker 2007: 15)；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

指出脫離禮俗社會拘束、趨向個體解放自由，是都市性的核心特徵(i b i d. : 

21)；沃斯(Louis Wirth, 1897-1952)於1938年寫作的經典作品〈都市作為一

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則指認了界定都市生活的三項

核心特徵：社會異質性、人口密集以及疏離淺薄的關係性質。但如塞蒙·

帕克(Simon Parker 2007: 13)所評述，這些早期的都市理論所指認的，究竟

是都市本身的特質，還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普遍性質，其實並不那麼容易

區分。另外，這些學者只注意都市中的人類，忽略了構築都市的物質元素

(Benton-Short & Short 2012: 6)。1975年社會學者帕爾(Ray Pahl, 1935-2011)

出版《誰的城市？》(Whose City?)一書，指出以芝加哥學派為主的人類生態

學(human ecology)取向，局限於人際層次上的財富與權力分配，卻忽略了稀

少自然資源（如食物、飲水、綠地等）的取用權才是都市問題的根源。雖

然帕爾該書的研究對象是中介這些資源取用權的都市管理階層，而沒有在

研究設計上挑戰人類中心的都市定義，但他率先指出自然資源是都市組成

不可或缺的元素，這個觀點倒是相當前瞻的。5 

到了本世紀初，才開始有人文社會學者較系統性地提出「超越人類」

(m o r e-t h a n-h u m a n)的都市定義，把都市視為一個生態體系，正視共存於

都市空間之中的物種、物質、技術、與人的交織，形成了什麼樣獨特的社

會生態系統。 6基礎設施在這個「後人視角」的都市研究範型(p o s t h u m a n 

u r b a n i s m)中成為焦點，除了學術旨趣的新創，更有現實上的緊迫原因：

4 地理學者蘇里夫特(N i g e l  T hr i f t  1993)表達了類似的批判，認為都市研究到了
1990年代，已無法提供適切且新穎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都市」的根本問題。

5 引自Franklin(2017: 202-203)。
6 例如Braun(2005)。

邁向共生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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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礎設施於人文社會學者的視野中從隱形到可見，與金·福君(K i m 

Fortun 2012)指認的「晚期工業主義」時代氛圍密切相關，福君提醒我們，

支持核心國家都會生活的主要基礎設施，如電力與自來水系統、交通運輸

網絡、工業生產設備、廢棄物處理設施等等，大都是在上個世紀工業巔峰

時期興建的，到了現在，這些超出或接近使用年限的基礎設施逐漸老化、

故障、崩壞，對於日常生活造成干擾與風險，反而讓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些

過往隱於背景的基礎設施之物質存在與人為建構。其次，全球人口持續增

長的趨勢之下，高密度的都市居住型態，成為有效減少土地開發破壞的可

行方向，在這個願景中，沒有永續的都市就沒有永續的人類未來。然而，

要經營一個永續都市，在空間、建築、與維持都市新陳代謝的基礎設施等

等的設計上，都必須對城市中的「自然」—包括維持都市生活的自然資

源如飲水，以及棲息於都市中的動植物—更為友善。

近年來國內外一些關於都市自然的新作，就突破了都市與自然、人

與非人、社會文化與科學技術的二分，去探索在都市的建成空間與基礎設

施所鋪就的物質條件之上，生成了什麼樣的新的社會生態、物質政治與

混雜空間。例如，莊淯琛(2018)的研究發現基隆市奇浩部落的阿美族原住

民，依照他們在工業部門的勞動規律，於港口工業建設切割的剩餘空間中

栽種適合在工作間斷的休閒時間照顧的特定作物，人、工業建設／勞動、

與菜園作物，共構了不同於傳統聚落風貌的現代都市原住民部落。哈弟

根(Hart igan, 2015)考察植物園在都市公共領域中的角色，提出「多物種公

眾」的概念，也就是在植物園的人造空間中由科學研究、保育努力與公眾

參與共同蘊育的多物種關係，而對植物的照顧，讓人與非人在其中結盟。

阿南德(Anand 2017)以印度孟買的自來水管線系統為田野考察對象，檢視供

水取水的技術網絡如何形塑了都市公民身分，又如何構築或挑戰都市中的

社會權力關係。富蘭克林(Franklin 2017)則提醒我們注意都市中的「非人實

體」—如河流、鐵路、氣候、動植物、空氣指標等等—如何在每次的

環境危機與災難中，進入了都市裡的政治生活。王志弘、黃若慈(2018)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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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化」概念來詮釋臺北市自來水生飲政策，指出這套飲水基礎設施的設

置可被視為水與人的主體工程，它嘗試生產淨化的自來水與具備新的飲水

慣習的臺北市民，但這項共構計畫因為「基礎設施的僵固性」(ibid.: 162）

而無法完全實現。最後，以研究原住民運動成名的資深人類學者艾斯科巴

(Arturo Escobar 2018, 2019)更是在他的學術生涯晚期，提出了「為多元宇宙

設計」(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的實踐方案，主張「都市的再土地化」(re-

earthing the city)，在「人、動植物、與非生命物質」相互連結的「關係世

界」基礎上重新設計都市。

回到本文的出發點，也就是王志弘論文提出的「都市發展的文化策

略、都市規劃與政策治理的目標」，當我們把發展目標擴及人類之外的自

然與物理環境，或許我們的生活世界將會漸次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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